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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空间溢出研究综述 

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A Review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区分了空间溢出与行业溢出，比较了公

路、机场和电信等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差异，归纳了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包括生产

函数与成本函数理论模型、地理信息系统与可达性指标空间地理方法，以及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与空

间乘数等空间计量方法。此外，本文发现研究对象所属的行业和空间范围影响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估计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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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urvey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spillover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After analyz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pace and industry spillover,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roads, 

airpor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ynthetic accessibility indice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 lags and spatial multipliers. It also discusses how industry and spatial extent affect 

estimated spillov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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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Aschauer（1989）以来越来越多文献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厂商生产成本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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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且后来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计量方法，普遍得出更小的估计结果①。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早期研究普遍忽略了基础设施网络影响生产要素和厂商选址而产生区域外的溢出效应。随着空

间计量技术的发展，最近研究发现采用空间相关方法会降低基础设施产出效应估计的大小和显著性，

而且地区数据的研究结果小于国家数据。可见估计结果对地理范围和计量方法敏感，忽视溢出效应

将导致基础设施对产出影响的错误估计（Cohen and Paul，2004；Cohen，2009）。此外，基础设施

降低了交通和通讯成本也导致个人和地区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须分析基础设施溢出对成本收

益分配效应的影响，以权衡基础设施计划的效率与公平目标（López et al.，2009）。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忽视其溢出效应导致政策失效。如 Delgado and Álvarez

（2007）发现西班牙各地区将公路投资作为吸引外资的竞争工具，而非根据最优社会收益决定，导

致各地区公路基础设施过度投资。此外，交通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非常关键，但传

统方法无法评估跨边界一体化效应等战略收益，而大型工程评估工具如空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又

尚未发展成熟，因此欧盟正式评估文件仍然无法体现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近年来中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措施，以期达到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目标。如中央政府《4 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测算》中，铁路、

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占 37.5%，共约 15000 亿元②。地方政府也

将基础设施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广东“刺激经济十六条”措施将加快铁路、公路、能源等

基础设施建设列在首位③。因此，研究溢出效应对于评估中国基础设施对国家和地区的跨边界战略

收益，权衡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效率与公平目标，解释基础设施产出效应的地区差异，为基础设施

投资提供决策支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分类：空间溢出与行业溢出 

基础设施的网络结构往往导致其影响超过所属地区或部门之外，从而产生空间或行业溢出效应。

Morenoet al.（2004）基于增长模型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对生产过程有贡献但并非全部由厂商付费，

从而产生溢出效应；采用国家总数据无法估计行业外部的规模效应，表明变量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

外部溢出效应，后者将导致前者的估计偏差；而且经济总体的溢出效应使相邻地区的资本和技术外

部效应更加显著。值得强调的是，文献对于基础设施存在的空间和行业溢出效应的大小比较目前尚

无一致结论：Costello（1993）发现“国家内行业之间的生产率溢出”大于“行业内国家之间的生

                                                        
①早期文献发现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产出效应，但由于理论方法和计量技术缺陷导致研究结果存在稳健性问题，

随后研究采用跨地区或时间固定效应方法后发现产出效应几乎消失（Holtz-Eakin，1994；Hulten and Schwab，1991；
Garcia-Mila and McGuire，1992）。 

②国家发展改革委讯：《4 万亿元投资的重点投向和资金测算》，2009-3-6。 
③人民网：《广东“刺激经济 16 条”抗金融海啸，基础设施投 1760 亿》，200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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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溢出”，但Kollmann（1995）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而López-Bazo et al.（1999）则认为这两种效

应相等。 

（一）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网络联系与类似特征地区 

早期文献只关注基础设施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对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争

论。部分文献认为基础设施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如Cantos et al.（2005）对西班牙交通基础设施

产出弹性的研究发现，考虑溢出效应后弹性从0.042提高至0.146，表明基础设施不仅影响所在区域

的生产率，而且对相邻地区也存在溢出效应。Cohen and Paul（2001）也认为基础设施对本地制造

业的影响由于各州之间的溢出效应而增加。而Pereira and Roca-Sagalés（2003）则认为基础设施对

本地的效应和其他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几乎相等。然而，另一部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基础设施使生

产要素和厂商转移到相对发达地区，从而对其他地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甚至本地收益与其他

地区损失相抵消，导致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层面变为零和博弈（Bartik，1991）。如Delgado and 

Álvarez（2007）发现基础设施网络影响厂商选址并增加厂商所在地区产出，但同时也减少了其他

地区的投资和就业。 

最近研究认为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并非必须是“相邻地区”，也可能是具有“网络联系”或“类

似特征”的地区。如Cohenand Paul（2003）认为机场的“相邻”概念与高速公路不同，其空间联系

基于航空网络而非地理纬度，两个距离较远但有大量航空乘客往来的地区联系往往比相邻地区更紧

密。而Delgado and Álvarez（2007）则发现公路基础设施与本地和网络联系地区的产出正相关，与

具有类似社会民主特征和政府规模的地区负相关。但也有文献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经济俱乐部或

合作组织等具有类似条件地区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Durlauf and Quah，1999；Henderson，1992；

Glaeser et al.，1992），这也导致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高于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Kollmann，1995）。

如López-Bazo et al.（1999）通过对美国与西班牙的比较研究发现，技术和增长在一体化的地区内比

国家之间更容易扩散。 

此外，有文献区分国内和国外的空间溢出效应。如 Bernstein（2000）发现加拿大制造业的产

出效应分别来源于国内通讯基础设施和美国制造业 R&D 的空间溢出，两种溢出都降低了加拿大制

造业的可变生产成本。 

（二）行业溢出效应：行业内与行业间 

基础设施促进厂商购买中间品并使相关行业扩张，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和行业间溢出效应。

Caballero and Lyons（1989）认为，产业聚集提高行业产出表明行业内存在溢出效应，而整体制造

业的规模报酬高于具体行业则表明行业间存在溢出效应。 

行业内溢出效应：由于中间品生产商无法内部化所有创新收益，厂商购买中间品时并未对其包

含的所有创新付费，从而无需付出全部成本而得到其他厂商的知识溢出并提高生产率（Arrow，1962），

这与行业内专业化产生的外部性（Durlauf，1991）共同构成了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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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溢出效应：由于行业扩张存在稠密市场效应使交易更容易发生，厂商通过投入产出关系

形成前向后向联系从而产生行业间溢出效应：接近供应商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产生前向联系，而接近

顾客则产生后向联系。Bartelsman et al.（1994）发现长期和短期的溢出效应分别由供应商和顾客驱

动。Keller（1998）通过估计本行业和其他行业 R&D 的生产率弹性发现，其他行业的投资弹性约

为所在行业的 1/5 到 1/2，表明行业之间具有显著的技术外部性。 

三、溢出效应与基础设施类型：公路、机场与电信 

基础设施存在“点”和“网络”特征：“点基础设施”（point infrastructure）的所有收益都为所

在地区所得，而“网络基础设施”（network infrastructure）则对其他地区产生溢出收益。但是，基

础设施往往同时具备“点”和“网络”两种特点使其溢出效应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如公路从本地收

益角度而言是“点基础设施”，但同时也是使地区之间运输更便利的“网络基础设施”。如 Boarnet

（1998）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分析发现：街道和高速公路增加了本地区产出，但同时也降低了类似人

口密度、收入和劳动结构的其他地区的产出；虽然基础设施在县级地区具有正生产效应，但在州地

区层面存在负溢出效应；街道和高速公路同时存在“地区内的正溢出效应”和“地区外的负溢出效

应”，使基础设施总效应核算中负溢出效应往往被正溢出效应掩盖。考虑到公路、机场和电信等基

础设施具有不同的“点”和“网络”特征，本文对其溢出效应分别进行论述： 

（一）公路溢出效应 

公路在许多国家都作为最主要的基础设施而备受关注，其溢出效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公路

对某些地区或部门产生正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导致经济活动转移从而阻碍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发展

（Chandra and Thompson，2000），正负溢出效应同时存在导致其净溢出效应估计的复杂化（Boarnet，

1998）；第二，由于公路具有网络特征并产生复杂的溢出效应，导致不同区域范围研究的结论差异

较大；第三，有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只对发达地区或靠近大城市的地区产生正溢出效应，因此其作为

刺激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遭到质疑（Eagle and Stephanedes，1988；Rephann and Isserman，

1994）。 

（二）机场溢出效应 

机场与公路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的网络特点和溢出效应（Cohen and Paul，2003）：第一，机场之

间的空间联系基于航空网络而不是地理纬度，两地之间不一定具有共同边界，因此其“相邻”概念

与高速公路不同。事实上，两个距离较远但有大量航空乘客往来的地区联系往往比相邻地区更紧密。

第二，机场的成本效应来自劳动力流动及其生产率的提高，而公路则主要影响地区之间的货物运输

及其运输成本。第三，是否在枢纽地区对机场成本效应的影响也存在区别。枢纽地区机场的改善对

相联系地区的成本效应来自“要素投入效率提高而节省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非枢纽地区机场则

在于“改善非生产员工的商务旅行”，且与枢纽地区联系的机场的溢出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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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信溢出效应 

电信网络具有固定性、外部经济和巨额初始投资等基础设施的所有特点，且为确保社会所需而

被政府管制，因此其溢出效应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Yilmaz（2002）发现电信基础设施与机场

类似，也能减少地缘优势的重要性使非邻近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厂商能维护偏远地区供应商与顾

客的关系，从而改变地区发展模式，促进禀赋较高地区的投资和产出。但是，电信基础设施也存在

负溢出效应及政策问题：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将吸引新厂商进入，从而导致本地原有厂商面临要素

和产品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减少了其他地区的投资和就业机会。这使各地区都以电信投资政策作为

刺激本地经济增长的竞争工具，并采取“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竞争策略，即每个地

区都尽量提供比本来所需更多的基础设施，而非根据最优化社会收益决定投资规模。而且中央和地

方政府不同的政策目标也会导致电信基础设施处于次优水平。此外，Yilmaz（2002）还进一步分析

了电信基础设施对其他厂商选址决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劳动力、地区税收水平、商业环境、生活

质量和基础设施的可获性与可达性等，从而提供了研究电信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影响地区经济模式的

新视角。 

四、研究方法：理论模型、空间地理与空间计量方法 

（一）理论模型：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 

早期文献主要采用生产函数研究基础设施溢出效应（Holtz-Eakin and Schwartz，1995；Cohen and 

Paul，2002；Pereira and Andraz，2004），但这种传统方法未考虑技术无效率对产出弹性的影响，因

此较难准确测量溢出效应（Haughwout，2002；Pereira and Roca-Sagalés，2003）。对此也有研究尝

试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通过区别生产率差异避免各地区经济有效率假定导致的偏差

（Delgado and Álvarez，2007）。 

考虑到生产函数方法存在的内生性和外部性问题，有文献采用成本函数及对偶理论方法。如

Cohen and Paul（2001）通过对偶成本方程分析基础设施对资本和产出的影响。Cohen and Paul（2003）

基于最优化理论框架分析基础设施对成本和要素投入的影响，并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空间和网络效

应。为解决生产函数的外部性问题，Moreno et al.（2004）通过投入要素的替代效应体现外部性，

并通过产出等外部效应代表稠密市场。为进一步对基础设施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Cohen and Paul

（2001）采用随机结构和成本函数，区分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并结合部门数据避免普遍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 

（二）空间地理方法：地理信息系统与可达性指标 

由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涉及空间地理因素，因此有学者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和综合可达性指标（synthetic accessibility indices，SAI）评估跨边界溢出

效应（Martín et al.，2004；Martín and Reggiani，2007；López et al.，2009）。其中，基于 GIS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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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骤包括：定义研究的区域范围、交通和社会经济系统在 GIS 中的实现和计算可达性。而可达性

的衡量方法包括：交通成本指标、引力指数、累计机会指标和网络效率可达性指标。 

López et al.（2009）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地区间的联系模式并产生经济集聚等收益，因此

可根据生产率和厂商选址的变化并通过可达性指标衡量交通的地区经济影响。但是，由于结合可达

性指标与成本收益分析和多指标分析的方法并未广泛使用，且考虑到其复杂性和重复计算的问题，

可达性指标用于衡量溢出效应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少用于实际的政策评估。 

（三）空间计量方法：空间自相关、空间滞后与空间乘数 

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空间效应包括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差异性：前者指一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

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且与其他地区观测值的空间相关程度及模式由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布局、

距离）决定；后者指空间效应由于观测值的异质性在区域层面上的非均一性，即空间相关由模型未

涉及的其它因素决定。两者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体现为误差项和因变量的滞后项，因此空间计量基

本模型分别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Anselin，1988）。Cohen and Paul（2001）发现空间

调整方法提高了地区内基础设施效应估计。随着空间计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

究采用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空间滞后（spatial lags）和空间乘数（spatial multipliers）

等分析方法（Cohen，2009）： 

空间自相关是指回归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不符合零均值、固定方差、零协方差等古典假设，而与

“接近”地区的冲击和新信息相关。其中，“自相关”表明地区间的相关性，通常采用矩估计方法

解决；“接近”不仅指地理空间的相邻，也可以指地区间类似的社会经济统计特征。由于遗漏变量、

共同冲击和地区间政策的相互影响都可能引起空间自相关，导致该估计结果的标准误差较大，t 检

验不可信，显著性检验往往不通过。 

空间滞后方法以邻近地区变量（如产出加权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或把滞后自变量（如邻近

地区基础设施加权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 

空间乘数用于测度基础设施改善对邻近地区的间接影响，提高了基础设施效应分析的精确性。

研究表明，忽视空间滞后因变量会导致遗漏变量误差，而忽视空间滞后自变量则会因空间乘数效应

和潜在设定偏差导致测量误差。 

此外，为分析基础设施对更大范围的空间分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有文献采用基于 CGE 的

可达性模型或包含土地使用和交通相互作用的模型（Land Use and Transport Interaction model）。 

五、溢出效应的影响：行业范围与区域范围 

除了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之外，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对象所属的行业和空间范围也影响估计

结果。 

基础设施对不同生产部门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Delgado and Álvarez（2007）发现基础设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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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对工业和商业服务部门却存在相反的负效应。文献研究表明基础设

施对制造业（Hulten and Schwab，1991；Nadiri and Manuneas，1994，Paul and Schwartz，1996）、

农业（Paul et al.，2001）、保护和非保护部门（Sturm，2001）等不同部门的收益存在显著差异。而

Caballero and Lyons（1989）则发现整体制造业规模报酬高于具体制造业行业。 

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的空间范围包括国家层面（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Ciccone，1996；

Ades and Chua，1997）和地区层面（López-Bazo et al.，1999；Fingleton and McCombie，1998）。

Moreno et al.（2004）认为，采用国家总数据无法估计行业外部的规模效应，表明变量包括内部规

模经济和外部溢出效应，而且经济总体的溢出效应使相邻地区的资本和技术外部效应更加显著。而

Boarnet（1998）研究发现街道和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并非只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同时也会导

致类似人口密度、收入和劳动结构地区更低的产出。由于在县和州地区层面分别存在正产出效应和

负溢出效应，从而降低了总产出效应。此外 Cohen and Paul（2001）则发现基础设施对相邻区域的

溢出效应在总体层面被内部化。 

六、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由于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计量方法，采用不同国家、地区、部门和时

间跨度数据，导致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文献认为基础设施不仅能提高所在国家或地区生产率，而且对于邻近国家或地区也产生正

溢出效应。如 López et al.（2009）认为西班牙的基础设施网络计划显著提高了相邻国家的网络效率：

西班牙公路可达性提高 2.6%使法国和葡萄牙提高 1.8%，而铁路可达性提高 34.5%则导致临近地区

可达性提高 20.2%。而 Pereira and Roca-Sagalés（2003）认为基础设施对所在地区的效应和其他地

区的溢出效应几乎相等。Cohen and Paul（2001）发现基础设施对本地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且通

过各州溢出效应随时间增加。此外，文献认为具有类似条件的地区之间或经济合作组织的知识溢出

更显著，导致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高于国家之间，如 Kollmann（1995）发现美国各州之

间生产率增长溢出高于 G7 国家。 

然而，也有文献质疑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如 Munnell（1990）和 Paul and Schwartz（1996）

发现各州的基础设施效应估计比国家层面的估计结果更小。而 Boarnet（1998）却得出相反结论，

认为街道和高速公路基础设施虽然提高了所在行业或地区的产出，但对其他类似人口密度、收入和

劳动结构的地区却产生负溢出效应，降低了各州产出效应。此外，有研究表明高速公路会导致经济

活动转移从而阻碍其他部门发展（Chandra and Thompson，2000），而且只对发达地区或靠近大城市

的地区产生正溢出效应，因此将其作为刺激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受到质疑（Eagle and 

Stephanedes，1988；Rephann and Isserma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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